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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密切，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本文通过剖析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

明建设的耦合机理，构建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武汉都市圈 9市为研究对象，采

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分析了 2007-2017年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的交互

耦合关系，并对其影响动力因素进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1)武汉都市圈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均呈逐年递增

趋势，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区域差异程度逐渐减弱，空间上形成由“西高东低”到“东高西低”

的发展格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2)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为初级同步发展

类型，但各市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异质性明显，经济增长率高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3)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动

力开发不足，外向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呈不显著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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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与现实社会系统两个维度下的再认识，从党的十八大的认识高度提升到党的十九大的新要

求、新部署，已然成为我国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与重大任务[1,2]。城镇化建设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交易效率、信息交流网络等

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变，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其集中了能源消费、工业生产等因素，同时会产生资源环境污染

等问题[3,4]。Grossman 和 Krueger 提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设，研究表明环境污染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倒 U型曲线关系[5]。生态环境质量随着人均 GDP的增加，呈下降状态，达到一定临界点后会有所改善[6]。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共同构成复杂的非线性耦合系统，二者需维护良性互动以减少负面效应[7]。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的出台，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全面融入到城镇化建设之中，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生态文明建设亦是城

镇化的内生保障
[8]
。 

                                                        
1作者简介：李世冉(1993)，女(满族)，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E-mail:l2018sr@163.com。邓宏兵

(1966)，男(土家族)，湖北五峰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区域创新能力监测与分析软科学研究基地负责人，中国地

质大学区域经济与投资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E-mail:denghongbing_2005@126.com。张康康(1991)，男，

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E-mail:zkk@cug.edu.cn。 

基金项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长江流域地质过程及资源环境以及计划核心项目群项目

(CUGCJ1823)。 



 

 2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是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我国城市化、城

镇化的演进逻辑体现在以人为本人[9]，具有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把增进人民福祉与成果共享作为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逐步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最终要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10-12]

。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的传承[13]，亦是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必然

选择[14]。另一方面，根据城镇化的基本内涵和中国 2020年城镇化发展的规划目标，从不同层面对其发展水平、驱动机制、经济

增长与收敛等进行研究成为热点[15,16]。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与趋同性[17]，较高的生态文明发展协调程度能促进更加健康的生态文明建设[18]。

城镇化需要融入生态文明的实施理念[19]，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城镇化建设，才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促进两者同步

推进
[20]

。从现有相关研究结果看，一方面是对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推进的直接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在间接意义上支持城

镇化有利于改善生态文明质量这个命题。城市化发展优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21]，而且能够对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22]，但是大部分文献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23-28]。由于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显著的空间特征[29]，区域差异性

显著，因此通过对区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具有建设性指导意义。邓宗兵等(2019)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和

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其动力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东部处于中级协调阶段，中部

和西部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并且区域间动力开发不充分问题突出
[30]
。在间接意义研究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命

题上，学者更集中于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研究，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极其复杂的近远程非线性耦合关系[31,32]，研究

测度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时空格局与其相关驱动因素等[33,34]。崔木花(2015)以中原城市群 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

模型，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并被划分为 3种发展类型[35]。王家庭等(2016)运用主成分分析、VAR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武陵山片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质量进行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

响应的动态计量关系，结果表明该地区表现出良好的耦合态势，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正向作用远大于生态环境对其的反作用[36]。 

通过分析已有文献发现，现有研究的假设多采用单一指标变量，且主要聚焦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忽略了宏观因子遗漏

问题。另外，现有研究多以耦合协调水平或动力因素单方面研究，没有综合研究耦合协调水平的动力因素。陈晓红等(2013)认

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与否是 5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自然条件与环境、人口素质与城市文明、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制度创新与管理科学、系统自身的恢复力[37]。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从研究视角方面，本文针对城镇化

与生态文明建设交互胁迫问题较为突出的都市圈地区展开研究，分析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机制及交互效应，

定量分析武汉都市圈协同发展程度与影响因素。第二，从研究假设方面，本文根据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将创新和全球化要素等纳入城镇化的评价体系，

将国土空间优化等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并根据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借鉴已有研究[27,38]，构建都市圈地区城镇化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探究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交互耦合效应，并且运用

面板回归模型，精准识别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动力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1．综合评价模型 

采用综合评价模型测度武汉都市圈的新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如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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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中，E(x)、S(x)分别表示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指数;αi、βi分别两系统中各指标权重;Xi、Yi分别为两

系统中各指标评价值。本文采用式(3)算数平均值计算综合发展指数，其中 Z(x)为综合发展指数。具体应用时，首先采用 min-max

法对各指标评价值进行无量纲化、同向化处理，然后采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
[39]
。 

2．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一个物理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影响彼此的现象。结合邓宗兵等(2019)学者的研究[30]，

本文建立了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度模型，如式(4)所示。 

 

式(4)中，C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的耦合度，取值区间为[0,1],C越大，说明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相互作用越强;其中，

C为耦合度，当 C=1时，耦合处于最佳状态;当 C=0时，两系统处于无关状态。 

3．耦合协调度模型 

运用式(5)测度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状况，即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水平。其中 C为耦合度，Z为综合发展指数，D

为耦合协调态度，且 D∈(0,1)。 

表 1耦合协调阶段划分 

D的取值范围 耦合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区间 

0.000-0.099 极度失调  

0.100-0.199 严重失调 轻度失调 

0.200-0.299 中度失调  

0.300-0.399 轻度失调  

0.400-0.499 濒临失调 勉强接受 

0.500-0.599 勉强协调  

0.600-0.699 初级协调  

0.700-0.799 中级协调 
可接受 

0.800-0.899 良好协调 

0.900-1.000 优质协调  

 

 

依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3个区间和 10个阶段(表 1)。 

4．相对发展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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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识别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复合系统中的内部制约因素，本文引入了相对发展模型，如式(6)所示。 

 

在式(6)中，R为相对发展度;E(x)、S(x)分别为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指数。同时，对其类型进行划分[40]，当 0<R<0.97

时，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当 0.97≤R≤1.07 时，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同步发展;R>1.07 时，城镇化滞后于生态文明建

设。 

5．数据与变量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21,30,41]，城镇化系统包含人口、经济、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等子系统，而城市群、都市圈地区作为一

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和核心，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双重加速的过程中，城市群、都市圈以其足够的产业集聚

和经济规模，深度参与全球性的分工、竞争、交流与合作，正在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 

因此，本文构建了包含人口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创新要素和全球化要素 5个维度 23个指标的武汉都市圈城镇化系

统评价指标体系(表 2)。 

表 2武汉都市圈城镇化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性质 

 
人口要素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 %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人均 GDP 元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元 + 

 经济要素 贸易总额 亿元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 + 

  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城镇化系统  医疗和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社会要素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 +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人 + 

  社会保险覆盖率 %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标台 + 

  用水普及率 % +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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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要素 发明专利授权数 项 +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R&D经费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 % + 

 全球化要素 实际利用外资额 亿元 +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并借鉴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21,42]，本文构建了包含国土

空间优化、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保障 4个维度 18项指标的武汉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表 3)。 

表 3武汉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性质 

  森林覆盖率 % + 

  常用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比重 % + 

 国土空间优化 人均耕地面积 亩/人 + 

  单位土地生产总值 亿元/平方公里 + 

  人均建成区面积 平方米 + 

  单位 GDP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 

 资源节约利用 人均全社会用电量 千瓦时/年 -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升/日 + 

生态文明  单位 GDP工业废气排放量 平方米/万元 - 

建设水平  城市生态用地比率 % + 

  工业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万吨/日 + 

 生态环境保护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万吨/日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 

  空气可吸入颗粒物 PM10年均浓度 μg∕m3 - 

  园林绿化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 % + 

 制度健全保障 污水处理投资占财政支出比重 % + 

  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 

 

研究样本时间范围为 2007—2017 年，数据来源于 2008—2018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武汉都

市圈 9个城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指标的缺失数据采取线性模拟处理。为了消除各分年价格因素对分析结果造成的影响，

本文以 2007年为基期，利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对名义人均 GDP进行平减处理。为了避免数据的异方差性等问题，本文对所

有变量都进行对数化处理，通过检验发现，对数化后的各变量都平稳。 

三、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水平分析 

首先，从整体出发，以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视角，分析样本期内武汉都市圈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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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序变化特征 

依据式(1)计算得出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指数及各子系统指数(表 4)。武汉都市圈城镇化水平呈起步缓

慢并快速上升发展态势，城镇化水平有显著提升。由表 4可知，城镇化水平从 2007年的 0.207上升到 2017年的 0.718，提高了

近 3 倍，年均增长率为 13.24%，增长速度较快。2007 年和 2017 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标准差分别为 0.0393、0.1238，变异系数

分别为 0.1712和 0.1550，表明武汉都市圈 9市间城镇化水平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的小幅缩减，使得区域城镇化的空间

极化现象有所缓解。研究样本期内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均值仅为 0.413，也突出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

2007—2008年期间，城镇化系统综合指数由 0.207上升至 0.229，社会要素的改善为主要贡献力量;2009—2012年期间，城镇化

水平稳步提升，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湖北省在 2010年出台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武汉都市圈“两型”社会建

设的意见》，进而促进了都市圈城镇化水平的整体的改善;2013-2015年期间，湖北省在卫生、医药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

公共服务方面出台一系列实施意见及改革规划，有效提升了社会要素水平，促进了城镇化水平从 0.441上升至 0.599。2015-2017

年期间，2015 年初，湖北就出台了《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省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实施意见》等多条重大举措，2015年 7月出台了《武汉都市圈科技金融改革创新专项方案》，武汉

都市圈成为国内首个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 2015年至 2017年关于推进城镇化中资源环境建设方面共计出台了 31条专门

举措，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优化，使得此阶段城镇化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武汉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整体呈现出波动并缓慢上升趋势，由 2007年的 0.228上升到 2017年的 0.595，均值为 0.415，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了 1.61倍，年均增长率为 10.06%，增长速度较快。2007年和 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标准差分别为

0.0771 和 0.0754，变异系数分别为 0.3045 和 0.1141，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的同时，9 市间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均呈现缩小

态势，表明武汉都市圈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差异在不断缩小，但是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充分问题。2007—2011

年期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从 0.228上升至 0.367，此阶段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实施力度不足，直接导致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所下降;2011—2017年期间，随着《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促进武汉

都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意见》、《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的通知》、《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环

境监管能力建设的意见》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国土空间不断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不断完善，有效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表 4武汉都市圈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指数及各子系统指数 

城市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均值 

城镇化系统 0.207 0.229 0.235 0.250 0.303 0.387 0.441 0.516 0.599 0.660 0.718 0.413 

人口要素 0.054 0.039 0.030 0.037 0.033 0.052 0.061 0.077 0.089 0.100 0.108 0.062 

经济要素 0.040 0.050 0.049 0.052 0.064 0.072 0.096 0.114 0.150 0.156 0.183 0.093 

社会要素 0.086 0.105 0.122 0.121 0.141 0.179 0.190 0.223 0.243 0.272 0.283 0.179 

创新要素 0.008 0.019 0.017 0.025 0.054 0.069 0.077 0.086 0.104 0.116 0.130 0.064 

全球化要素 0.018 0.016 0.017 0.015 0.011 0.016 0.017 0.017 0.014 0.017 0.013 0.016 

生态文明建设 0.228 0.322 0.348 0.339 0.367 0.453 0.434 0.445 0.483 0.551 0.595 0.415 

国土空间优化 0.027 0.043 0.051 0.068 0.087 0.100 0.110 0.123 0.168 0.165 0.202 0.104 

资源节约利用 0.110 0.105 0.101 0.074 0.059 0.081 0.069 0.071 0.066 0.065 0.054 0.078 

生态环境保护 0.076 0.148 0.157 0.158 0.185 0.207 0.190 0.186 0.193 0.241 0.252 0.181 

制度健全保障 0.082 0.158 0.172 0.172 0.194 0.222 0.212 0.212 0.220 0.278 0.282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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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分异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演变特征，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对 2007年、2017年 9市城镇

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分为 4 个等级，即低水平地区、中等水平地区、较高水平地区和高水平地区，并借助

ArcGIS10.2将结果空间化可视化，结果如图 1和图 2所示。 

 

图 1 2007年和 2017年城镇化的空间格局 

 

图 2 2007年和 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格局 

武汉都市圈城镇化发展形成了由“西高东低”到“东高西低”的格局演变。2007 年武汉市为城镇化高水平地区，孝感市、

天门市、仙桃市为较高水平地区，这些城市集中在武汉都市圈的中部及西部。其中黄冈市为唯一处于城镇化低水平地区的城市，

位于都市圈东部。到 2017年城镇化高水平城市没有变化，仅为咸宁市，低水平城市为潜江市。但是城镇化建设整体水平提升显

著，且中等及以上水平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出较为明显区域块状集聚特征，形成了由咸宁市、黄石市、黄冈市、天门市、仙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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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较高值族群，由武汉市、孝感市、鄂州市组成的中值族群，城镇化指数和空间分布上均呈现明显的变化。武汉都市圈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形成了与城镇化发展类似的由“西高东低”到“东高西低”的格局演变。2007 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值区为潜

江市、仙桃市，位于都市圈北部、北偏西以及东部的孝感市、天门市、黄冈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低，但是孝感市、黄冈市在

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水平提升较快，分别跻身于较高水平与高水平发展地区。2017年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空间格局发生了

较大改变，虽然处于高水平的城市数量明显减少，但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有明显提升，都市圈内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之

间的差异在缩小。空间上区块集聚特征有所凸显，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城市形成了集中连片区。 

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城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交互耦合关系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自然的开放巨型系统，蕴含着复杂的耦合机制与对立

统一规律，而“耦合”作为一个物理概念，产生的基本前提是各个因子之间需要有一定的相互关系，进而因子的特性会进行缩

放的变动。城市群地区肩负着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重大使命，是全新的地域单元，而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具有较大

发展潜力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是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区，同时都市圈也是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相对集中的高度敏感区，在都

市圈的选择和培育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都市圈病”。都市圈城镇化的建设是推进国家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之

一，不仅有利于优化经济空间结构和人口结构，而且有利于激活内生发展活力。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的关注度也随之增加。都市圈地区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彼此之间相互带动、相互影响，通过产生交互效应，进而产生耦

合协调机制。一方面，都市圈地区城镇化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胁迫效应。都市圈地区城镇化发展必须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为遵循，实践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载体，传统城镇化的推进必然导致城市人口扩张、区域交通堵塞、资源高消耗等生

态环境质量问题，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胁迫效应。因此诊断传统城镇化高密度集聚、高速度扩张、高强度污染、高风险

威胁等发展模式的弊病，融合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进而实现“三生”空间的优化成为新时代城镇化发展的

必经之路。另一方面，都市圈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效应，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亦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从

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城镇化发展伴随承载力约束问题，因此城镇化建设以生态为首位，以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为根本，

在充分考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承载力的基础上，通过倡导绿色发展理念，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创新激发内在发展活力，以绿色

发展、低碳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资源环境保障程度、提高发育程度、高效集约利用、提升投入产出效

率，为都市圈地区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1．耦合协调阶段及相对发展类型分析 

依据公式(2)、(3)、(4)分别测算了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类型，参照表 1耦合协调阶

段的划分，对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总体评析，结果如表 5和表 6所示。 

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整体上已经进入了耦合协调发展的初级协调阶段。总体来看，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发展

区间变化从勉强接受(2007-2010 年)到可接受(2011-2017 年)，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大致经历了濒临失调(2007 年)—勉强协调

(2008—2010年)—初级协调(2011年)—中级协调(2012-2014年)—良好协调(2015-2017年)的演变过程。从“两型社会”到“两

圈两带”，再到“两圈两带一群”，武汉都市圈都是不可被忽视的核心经济区，也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耦合协调发展阶段逐渐趋向于良好协调。2017 年除了天门市和潜江市耦合协调阶段为中级协调以外，其他 6 市均为良好协

调阶段，但是各市耦合协调的阶段各异。在 2011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湖北省省委副书记曾经强调了湖北省以武汉为中心的总

体发展格局，武汉市作为“8+1”城市圈的中心城市，经过了 2008-2011年勉强协调到初级协调的过渡期，2015年跻身于良好协

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为 0.83，实现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同步发展;黄石市作为武汉都市圈副中心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与沿江开放

城市，在加快转型过程中成效显著，耦合协调阶段变化同武汉市相似，但 2007—2017年耦合协调度均值却低于武汉市，相对发

展类型为城镇化滞后型，相对发展度为 1.114，说明黄石市在提高对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同时，应注

重推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鄂州市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两阶段变化特征，第一阶段为 2007-2011年微弱变动，从濒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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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缓慢变动至勉强协调，第二阶段为 2012-2017年稳定增长，耦合协调度从 0.66 到 0.88，主要原因是 2012年鄂州是被确立

为全省地级市综合改革的示范区，但总体呈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类型，还应更加全面地推进改革，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同

步推进;孝感市 2007-2010年耦合协调度波动较大，2011年后趋于稳定，相对发展类型虽为同步发展，但是相对发展度却为 1.065，

说明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应同步推进城镇化建设;黄冈市 2007 年耦合协调度为 9 市最低 0.44，阶段为濒临协调，

2011-2017 年耦合协调发展较快，2017 年耦合协调度为 9 市最高 0.87，但是相对发展类型为生态文明滞后，说明二者协同推进

过程中，城镇化建设力度优于生态文明建设，还应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度、健全制度体系以促进二者迈向高水平同步发展;咸

宁市 2007-2017年耦合协调水平一直呈上升发展趋势，2007—2011年期间发展速度较缓，整体处于生态文明建设滞后类型;仙桃

市和天门市耦合协调演变规律相似，2007-2011年一直处于耦合协调发展初级阶段，2014-2017年呈跨越式发展，趋于耦合发展

的良好协调阶段，且两市相对发展类型均为城镇化滞后，其中天门市耦合协调度均值仅为 0.642，结果说明两市应追求均衡发展，

并加快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速度。潜江市 2007—2012年呈变动上升态势，发展速度缓慢，相对发展类型为生态文

明滞后，耦合协调度仅为 0.551，还处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的过渡阶段。仙桃、天门、潜江三市应各自发力，补齐短板，加快

速度，均衡发展。 

表 5 2007-2017年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 

城市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武汉 0.491 0.514 0.558 0.561 0.644 0.701 0.702 0.776 0.826 0.866 0.868 

黄石 0.519 0.531 0.573 0.554 0.645 0.726 0.692 0.691 0.743 0.851 0.855 

鄂州 0.449 0.529 0.555 0.567 0.576 0.656 0.678 0.692 0.740 0.776 0.875 

孝感 0.439 0.507 0.444 0.580 0.595 0.693 0.723 0.684 0.765 0.867 0.851 

黄冈 0.437 0.552 0.531 0.527 0.564 0.665 0.667 0.791 0.842 0.844 0.873 

咸宁 0.461 0.468 0.563 0.599 0.631 0.734 0.736 0.730 0.788 0.825 0.879 

仙桃 0.543 0.597 0.612 0.586 0.629 0.637 0.665 0.723 0.727 0.768 0.868 

天门 0.462 0.570 0.503 0.491 0.561 0.668 0.718 0.745 0.756 0.789 0.794 

潜江 0.438 0.490 0.503 0.376 0.510 0.486 0.595 0.608 0.654 0.698 0.698 

总体 0.471 0.529 0.538 0.538 0.595 0.663 0.686 0.716 0.760 0.809 0.840 

 

表 6 2007-2017年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发展类型 

城市 
相对 

发展度 

城镇化 

综合指数 

生态文明建设 

综合指数 

耦合 

协调度 

耦合协调 

阶段 

相对发展 

类型 

武汉 1.067 0.554 0.519 0.682 初级协调 同步发展 

黄石 1.114 0.565 0.507 0.671 初级协调 城镇化滞后 

鄂州 0.929 0.469 0.505 0.645 初级协调 生态文明滞后 

孝感 1.065 0.527 0.495 0.650 初级协调 同步发展 

黄冈 0.943 0.51 0.541 0.663 初级协调 生态文明滞后 

咸宁 0.955 0.535 0.56 0.674 初级协调 生态文明滞后 

仙桃 1.103 0.546 0.495 0.669 初级协调 城镇化滞后 

天门 1.087 0.525 0.483 0.642 初级协调 城镇化滞后 

潜江 0.685 0.315 0.46 0.551 勉强协调 生态文明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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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0.994 0.554 0.519 0.650 初级协调 同步发展 

 

注:表中数据为各市 2007-2017年评价值的均值。 

2．耦合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交互耦合关系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为有效提高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质量，要进一步

探究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图 3人均 GDP变化率与耦合协调度关系 

经济增长率高于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如图 3 所示，武汉都市圈的各城市的经济增长率均高于生态

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其中鄂州市和黄冈市的差异较大，黄石市和孝感市的差值最小，而作为武汉都市圈中心城市的

武汉市，其经济增长率与耦合协调度增长率的差值较大。经济增长水平提升了生产技术水平进而促进技术创新能力，而随着技

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低能耗、低污染型企业研发绿色技术进步，发展绿色经济，但是根据技术进步的偏向不同，从全要

素角度考虑，技术创新的投入偏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进步偏离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方向。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对资源利用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能降低资源消耗程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优化生态环

境整体水平。因此，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很多外部综合因素相关。综合而言，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继而提高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引导人们追求质量更高的绿色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起到有效的促进作

用。根据武汉都市圈 9 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率与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的关系发现，武汉都市圈的耦合协调

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对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明显的积极效果，对降低

自然资源能耗、优化环境等方面没有达到显著的作用。 

五、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识别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协调过程既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需要企业、公众的积极参与，

同时还需充分结合对外开放带来的红利。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0,43]，本文选取耦合协调度为被解释变量，经济发展要素、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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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技术创新要素、政府行为要素、对外开放要素、全球化要素为解释变量，对耦合协调度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将经

济发展要素、产业结构要素、技术创新要素归类为内源动力，政府行为要素归类为政府动力，对外开放要素归类为外向动力(表

7)。 

基于 2007-2017年 9市面板数据结构，建立耦合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计量模型，如式(7)所示。 

 

表 7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变量设定表 

 动力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耦合协调度 CC 耦合协调度 

  经济发展要素 Eco 人均 GDP 

 内源动力 产业结构要素 Upgrade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解释变量  技术创新要素 Inn R&D与 GDP之比 

 政府动力 政府行为要素 Gov 财政支出与 GDP之比 

 外向动力 对外开放要素 Open 进出口总额与 GDP之比 

 

注:数据来源于 2008—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武汉都市圈 9 个城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计

算公式: ，其中 qi为第 i产业产值的比重。 

式(7)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时间(年);αi 表示个体效应，αt 表示时间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CC 为耦合协调度，Eco

为经济发展水平，Upgrade为产业结构升级，Inn为技术创新水平，Gov为政府能力，Open为对外开放程度。 

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8所示。 

表 8耦合协调度动力因素计量回归结果 

动力类型 变量 系数 

 Eco -2.132***(-3.698) 

内源动力 Upgrade -0.123*(-1-285) 

 Inn 0.072***(4.328) 

政府动力 Gov 0.012(0.009) 

外向动力 Open 0.062***(3.701)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Adjusted R-squared 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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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的动力开发不足。经济增长水平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负向显著，表明经济稳定增长抑制了耦合协

调度的提升。根据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

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5]，说明武汉都市圈城镇化

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处于“倒 U”型曲线拐点左侧，即耦合协调度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升呈先上升，达

到拐点值后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0.123，并在 10%的水平上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抑制效应。当前粗放式的

工业化发展模式和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抑制因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有效绿色产业扶持

政策的实施，加快了我国“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武汉都市圈应该强化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以促进城镇化与生态

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能力对耦合协调度呈正向影响，且在 1%水平上显著。技术进步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充分条

件，而技术创新的投入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方向。实际生产过程中，技术进步可被分为生产性

技术和减排性技术，而生产性技术对应于要素生产率，后者对应于污染强度[44]。因此结果表明，武汉都市圈的研发投入应该进

一步更多地用于促进生产性技术进步，进而在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促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因此，应该继续加

大对绿色化技术进步的研发投入。 

政府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呈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说明政府一方面要进行宏观调控，优化要素配置绿色效率，另一方面要以

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绿色调整以保经济持续良好发展，推进城镇与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更高协调发展水平。 

外向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外开放要素有利于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其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现

有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正向促进区域城市化[45],FDI 通过收入效应、“污染晕轮效应”、技术

外溢效应三种机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46]
。因此，加大对 FDI 的“绿色”甄别，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技术优势与外溢效应，促进

其在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方面发挥出更加积极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1．结论 

本文首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相对发展度模型，分析了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交互耦合水平，再通过面板

回归模型研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城镇化水平呈起步缓慢并快速上升发展态势，城镇化水平有显著提升。城市间的城镇化水平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

距的小幅缩减，缓解了空间极化现象;城市间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均呈现缩小态势，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且

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城市形成了集中连片区。二者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块状集聚特征，初步形成了“东高西

低”化格局，但是二者的综合平均指数仅分别为 0.413和 0.415，两者协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2)耦合协调发展仍处于初级良好阶段，相对发展类型为初级同步发展。武汉都市圈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了从勉强协调到良好

协调的演变过程，但二者耦合协调发展仍处于初级良好阶段，相对发展类型为初级同步发展。各城市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处于中

级协调以上，但各市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异质性明显。武汉市、孝感市为同步发展类型，黄石市、仙桃市、天门市为城镇化滞后

型，鄂州市、黄冈市、咸宁市、潜江市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其次，武汉都市圈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率，经

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并没有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对降低自然资源能耗、优化环境等方面作用不显著。 

(3)武汉都市圈内源动力对耦合协调度的动力开发不足，外向动力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政府动力对耦合协

调度呈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耦合协调度随经济增长水平提高还有较大上升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强度的提升抑制耦合协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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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消除技术进步偏向，加大技术创新强度并发挥出应有的提升效果，对外开放在促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

方面发挥出了更加积极作用。 

2．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和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实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开拓区域协调发展平台。要实现武汉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水平协调发展，就要建立

相应的长效机制与有效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一方面，制定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机制，实现都市圈内信息共享与深度

合作交流;另一方面，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均等化、资源要素共享等多方面推动城市间互联互通，进而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2)根据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全局规划，实行因市施策，梯度推进，促进协调发展。根据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与

相对发展类型，实施有所侧重的区域协调策略。第一类为处于低水平同步发展类型的武汉市、孝感市，可视为带动武汉都市圈

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先行区，应加快产业优化布局并提高资源绿色集约利用效率，同时，应加快实施

武汉中心城市带动战略，进一步强化武汉市的核心城市地位;第二类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黄石市、仙桃市、天门市，这一区

域具有成为同步协调发展“俱乐部”成员的趋势，应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均等化与全面

化;第三类为生态文明建设滞后型的鄂州市、黄冈市、咸宁市、潜江市，这类区域应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强化城镇化建设的同

时，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严控生态红线，提供生态用地，提升资源集约整体水平。根据这三类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

发展水平的差异，应该实行因地制宜的区域协调方案，要聚焦绿色集约高效发展，释放各地区发展潜力。 

(3)有效发挥促增因素，形成耦合协调发展的区域合力。第一，内源动力持续释放活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市场性手

段促使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等的绿色升级优化。第二，政府发挥积极促增动力。武汉都市圈的地方政府间对区域整体利益达成

共识，践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理念，运用组织和制度资源形成区域的联动发展，实行区域环境信息共享机制，提升

整体耦合协调水平。第三，加大外向动力的良性驱动。通过更大更深层次的开放格局，促进武汉都市圈整体实现更高协调发展

水平，推进区域信息、资源等的合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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